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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治理体制发展完善的重要内容。本文依据社会治理创

新程度的差异选择三种不同的地方治理模式，通过对各模式下居民参与行为和政治效能感的

调查，以参与制度创新为切入点，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审视三

种治理模式在参与内容、参与平台设计和参与主体上的表现。研究表明:下一步我国地方治理

模式创新需要构建动员型参与平台，以提升居民政治效能感、提升居民参与积极; 需要推进居

民参与平台重心下沉以扩大居民直接参与;需要引入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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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先后强调要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现代化;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

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多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快推进社

会体制改革，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

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上，党中

央进一步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

目标和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的要求;强调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新路径。
这些表述明确了基层治理创新的基本原则、目标和

路径，对于总结当前地方治理创新经验，探讨地方治

理创新的现实逻辑有着重要意义。

一、问题提出: 基层治理创新的

内容和路径选择

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不仅让中国取得巨大

经济成就，而且使基层社会生态发生剧变，为基层社

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基层政府积极推动

基层治理创新以回应城乡一体化、社区多样化、利益

多元化和人口碎片化带来的治理挑战，逐渐实现了

由唯一管制主体向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转变。实

践中率先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发达地区，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和治理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北京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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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万米网格化”、上海开展的网格化管理、深圳龙

岗区探索的“大综管”模式、浙江舟山推行的“网格

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在更小的单元中，一些地

方还探索了社区层面的治理模式创新，如“协商共

治”模式，“区域社会综合管理”模式、“三治”模式

等。应该说，基层治理模式的实践和探索顺应了当

前多元参与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这一发展潮流。
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参与主体的扩

大上，体现了从管制到治理的核心内涵，最终实现多

元主体参与的共治格局。但公众参与的急剧增长，

必将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亨廷顿较早就发现，现

代化进程中政治参与的急剧增长会引发政治不安

定。［1］(PP38－40)
公众参与之于治理显然是一把双刃剑，

何种和多大程度的参与是社会有序治理和有效治理

的保障，需要依据当地居民的政治社会生态做出判

断。对此，生活在各种治理环境下居民具有优先的

评价权，而居民政治效能感则是最好的衡量标准之

一。居民政治效能感既是参与的基础也是参与的结

果和基层治理创新的目的。我国各地基层实践中出

现名目繁多的创新模式，各模式的参与状况和新模

式下居民政治效能感如何? 模式创新在内容和路径

上的基本轨迹是什么? 模式之间如何科学借鉴，才

能既避免不必要的摸索浪费时间，又避免照抄照搬

造成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和社会资源浪费? 对于这些

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探索各模式下的参与状

况与当地居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避

免过高或过低参与带来的参与混乱或参与冷漠，并

通过治理模式的科学设计提升居民政治效能感，保

障基层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参与与政治效能感

( 一) 参与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

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2］
被视为民主

的核心特点之一，是基层民主治理的主要载体。谢

丽·阿恩斯坦在《公民参与的阶梯》提出了 8 个依次

递增的公民“参与阶梯”:政府操纵、宣传教育、给予

信息、政策咨询、组织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赋予权力

与公民自主控制，为提升公民参与水平提供了路线

图。按照参与过程中的融入方式和融入程度，参与

可以分为动员型参与和自主型参与。［4］
动员型参与

的目的在于从形式上得到公民对某一决定或政策的

接受和支持;公民主导的自主型参与主要目的在于

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如示威游行、群
体上访等。从经验观察来看，动员型参与的设计和

挖掘是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主要内容。参与不

仅是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而且还是推动行政变革、
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5］(PP119－156)

戴维·奥斯本

与特德·盖布勒提出通过向社区授权来推动公民参

与。［6］(PP78－79)
哈佛大学学者阿肯·冯对芝加哥南部

社区公共教育和治安事务引入当地居民参与的改革

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居民参与过程形成的决策直接

决定了官员和相应部门的行动，提升了当地政府的

行政效率。［7］
参与还被研究者赋予了内在价值，他们

将参与视为发展个性、实践主体性的方式，认为参与

具有教育功能，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提

升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动员支持理论则认为参

与具有诱导功能，能够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提升

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8］(PP201－202)

( 二) 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既决定参与行为，又受到参与行为

的影响，是衡量参与实质效果的重要指标。世界范

围内最先研究政治效能感的学者是密西根大学的坎

贝尔，他界定了政治效能感的基本内涵，认为政治效

能感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

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

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

的角色。［9］(P187)
之后，有学者发现政治效能感因其内

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之分而与政治参与行为有着

不同关联，［10］
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

背景，即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教育水平、智力

水平、职业等方面，以及个人主观政治心理，包括认

同、信任、公民主观期望、公民责任感、政治练达、政

治认知等;外在效能感主要受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

包括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行政区域、选举程序等。
而地方政府允许民众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过

程，将影响其对政治体制的认知，提升政治效能感，

并且这种感觉可以传播到整个国家层面。［11］

显然，居民参与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密切的

关系。在我国基层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新近研

究中，桂勇对城市社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型

政治参与中的选举活动( 近似自主型参与) 对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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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效能感有积极影响，而诱导性政治参与(动员型

参与)未对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12］
李蓉蓉对

农村社区的调查发现政府的外部引导能够提升居民

的政治效能感;［13］
熊光清对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

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公民的政

治效能感较低，与内在政治效能感相比，其外在政治

效能感更低一些。［14］

( 三) 参与与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笔者以居民参

与行为为自变量、居民政治效能感为因变量，考察三

个基层治理案例在参与维度的表现。从公民视角出

发，按照参与过程中的角色融入程度，本文将基层政

治参与划分为以配合为特征的动员型参与和以表达

为特征的自主型参与。依据中国基层的实际情况，

大多数基层参与为动员型参与，如投票选举、听证

会、政策发布等。动员型参与的目的在于从形式上

得到公民对某一决定或政策的接受和支持;动员型

参与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参与需求，故在基层实践

中，存在一种公民主导的自主型参与，如示威游行、
群体上访等。公民主导的自主型参与其主要目的在

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既有文献

和定性调研的基础上，笔者编制了参与行为的测量

量表，将其操作化为数值型变量。对政治效能感的

测量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可供借鉴的测试

量表和定量研究，笔者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

感与外在效能感，并以坎贝尔测试量表为基础，参考

和改进 XiaoYi Hu［15］(P103)
的研究，编制适合中国基

层政治状况的政治效能感量表。笔者采用两分法对

两个变量进行编码(“是”= 1，“否”= 0)，通过变量

间的探索分析以及案例之间的比较证实或证伪如下

假设:

H1 自主型参与行为越多，居民内在政治效能感

越高;

H2 自主型参与行为越多，居民外在政治效能感

越高;

H3 动员型参与行为与居民政治效能感无显著

相关性;

H4 治理模式影响居民内在政治效能感;

H5 治理模式影响居民外在政治效能感。

三、案例描述: 基层治理创新模式中的参与

本研究按照基层治理创新程度选取上海市远

郊、近郊和市区三个具有明显区分的基层治理案例

A、B、C。其中，案例 A 是传统“镇－居委 /村委”治理

模式的维持，无明显创新。案例 B 是在镇一级创设

“社区委员会”，并将之定位为“政府与社会开展合

作的共商共治平台”，形成了“社区委员会－居委 /村
委”的治理模式，体现了地方政府主导的“行政设

置”创新。案例 C 是在居民区自治组织层面积极引

入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对接居民需求、引入项目制

社会组织、激发居民参与积极性，体现为“自治组

织”的创新。在开展问卷调查之前，课题组先通过访

谈了解了三个案例在参与制度创新主体、创新平台

的搭建以及参与渠道的拓展等三个方面的实践。三

个基层治理案例的情况如下:

表 1 三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特征比较

案例

特征
A 社区 B 社区 C 社区

参与制度创新

主体
无 上级政府 居委会

参与制度创新

平台
无 社区委员会 社会组织

参与渠道创新

选举、老年议 事

会、评议会、居民

代 表 大 会、座

谈会

选举、居民代 表

大会、听证会、议

事会、座谈会、评

议会

选举、居民代

表大会、评议

会、议 事 会、

座谈会、社区

组织参与

( 一) A 社区:传统模式

A 社区位于大都市远郊，下辖 19 个村委会和 2
个居委委员会，A 社区没有整体创新治理模式，但已

突破原有的村民自治或居委自治模式，居民参与渠

道从两委委员的选举、两代表一委员的选举、居民代

表大会扩充到评议会、座谈会、协调会、党内民主生

活会等。理论上普通居民有机会参与，但实际上大

多数居民参与投票的热情并不高，参与的实现往往

依赖居委会干部的动员。从参与的群体来看，赋闲

在家的老年人和妇女参与率较高，年轻人对社区事

务普遍比较冷漠。多数人的参与动机不是发自内心

的对自我权利的行使需求，而只是为了组织者所提

供的物质激励。投票时，居委会干部和基层组织会

费尽心机动员和组织，但往往都是在需要通过选票

获得其合法性的时候才动员居民参与选举。除了选

举和居民代表大会较为正式和制度化之外，社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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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与方式的参与范围和参与频率皆较为有限，如

评议会的参与者仅以楼组长和社区骨干为主;座谈

会和协调会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展开，参与者以

利益相关者为主。居民代表大会每年一次，参与者

以居民推选出的居民代表为主;不定期举办的座谈

会、评议会、协调会的参加者一般是楼组长和社区骨

干，居民参与机会总体较低。
( 二) B 社区:行政设置驱动创新模式

B 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属都市近郊地带。该

地在推动区镇合一的举措下将原来的 B 镇直接改为

B 社区，创新之处集中在社区委员会的建立。社区

委员会由原镇行政部门及其人员转制而来，社区委

员会的定位是非行政性的共商共治共决区域自治组

织。社区代表大会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区委

员会是这一组织的常设机构，对社区代表大会负责。
社区委员会共有 20 位委员，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包

括政府代表、辖区各单位领导和村居两委书记。除

了委员外，社区委员会还有 80 名社区代表( 总人口

的千分之二)，他们大都是社区骨干。社区委员会下

辖一个办公室和 4 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党群工作

指导委员会、行政事务专业委员会、社会事务专业委

员会和平安事务专业委员会。社区委员会每月召开

一次会议，对社区的重大事务进行讨论和决策。B
社区的治理创新主要体现为参与主体的扩大，决策

主体由政府官员扩大到了辖区单位的代表和基层自

治组织的负责人，这使得更多的社会力量获得了表

达机会。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他们的参与渠道与

案例 A 并无二致，主要以村居层面的选举、议事会、
听证会等渠道为主。

( 三) C 社区:自治组织驱动创新模式

C 社区位于都市市区，是 20 年前的动迁型人口

导入社区。C 社区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居民区层面的

项目制社会组织，创新主体是居民自治组织———居

委会。居委会积极引入资源型社会组织完善自治链

条，通过社会组织的项目制运作帮助居民在公共生

活中增进相互了解，在彼此熟悉的基础上深化自治。
这一模式不仅丰富了普通居民的生活，还调动了各

年龄层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使社区的自治活力与自

治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
居委会看重小区每一个居民的参与，在广泛调

研基础上搭建了吸引各层次居民群体参与的平台，

以居民的兴趣和群体特点为着力点，吸引居民走出

家门，参与到组织化的社区活动中来。拿老年群体

来说，居委会在知名公益社会组织的支持下通过搭

建“绿主妇”环保组织平台，吸引了赋闲老年人以日

常废品为原料制作手工艺术品，同时鼓励居民进行

垃圾分类和垃圾回收，在为“绿主妇”们提供原料的

同时提升社区绿色环保理念，美化社区环境。C 社

区通过推广“绿主妇”这一社区自治组织，使更多的

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发光发热，使得“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自治理念得以实现。

( 四) 三个案例的比较:参与平台和参与主体

比较以上三个案例可以发现，基层治理创新通

常在两个层面构建参与平台:镇街层面、居委会层

面。政府推行的基层治理创新大多在街道或镇层面

或其再次划分后的大社区展开，在这一层面开辟参

与和协商的渠道，有助于吸纳基层干部和基层精英，

搭建平台适度扩大参与主体。B 社区的行政设置创

新是其典型模式，社区代表大会吸纳了包括村居书

记、辖区单位负责人、社区精英等在内的百余人参与

社区决策。然而，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要想参与这一

平台则是困难的。普通居民的参与渠道大多被限定

在更低的居( 村) 委层面，如选举投票、居民代表大

会、评议会、议事会、座谈会等。其中，除了选举有着

较大的参与覆盖面外，其他参与渠道覆盖面并不理

想，其参与者也以楼组长、党员、居民代表为主。
基层治理的创新平台除了由行政力量搭建之

外，居委自治组织同样可以开展。C 社区的自治组

织驱动创新模式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C 社区在街

道层面并无治理创新的举措，但在居民区层面，C 社

区以居民生活需求、兴趣爱好为突破口，以社会组织

和公益项目为载体，吸引和动员各层次居民参与到

自治实践中，开辟了一条自组织动员参与的路径。
访谈资料显示，C 社区的居民对社区最为认同，参与

热情和满意度最高。

四、数据分析: 基层治理创新中的居民

参与行为和政治效能感分析

在定性访谈的基础之上，课题组对三个案例中

的居民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式问卷调查。抽样的

过程结合了偶遇抽样和判断抽样，即在偶遇的基础

之上对所抽样本进行简单筛选，以覆盖各个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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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为了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所有问卷为

一对一发放和一对一收集。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161
份，受访者中女性占 54．7%，46 岁以上中老年占比超

过 60%，基本呈现了基层自治中“以中老年人和女

性为主”的参与现状。调查数据采用 SPSS 22．0 进

行分析，数据均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其中，参与行

为的科隆巴赫系数为 0．896，可信度较高;居民政治

效能感的科隆巴赫系数为 0．741，可信度良好。对参

与行为进行因子分析，KMO 系数为 0．874，大于 0．6，

说明效度较好;同样，对居民政治效能感进行因子分

析显示，KMO 系数为 0．699，效度仍然较高，均适合

量化分析。
( 一) 居民参与行为的因子分析

在将参与划分为动员型参与和自主型参与的基

础上，本文将运用因子分析对居民参与行为进行验

证和组构，以便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行为进行透视。
表 2 参与行为的因子分析

成份

1 2 3 4

B3 参加居委干部座谈会 ．793 －．067 ．054 ．028

B18 在社区代表大会上发表意见 ．732 －．081 ．195 ．018

B6 参加评议会 ．731 －．189 ．114 －．042

B19 在评议会、议事会和座谈会上发表看法 ．719 ．023 ．202 ．151

B12 与居委业委会候选人交流 ．717 －．131 ．125 －．083

B4 参加社区代表大会 ．678 ．066 －．081 －．417

B7 参加楼道活动 ．668 －．224 －．189 －．063

B8 参加社区议事会 ．661 ．005 ．150 －．208

B13 与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候选人交流 ．645 ．282 －．074 －．064

B1 参加居委会或业委会投票 ．608 －．405 －．053 －．096

B2 参加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投票 ．594 ．046 －．224 ．154

B9 竞选居委 /业委会干部 ．588 －．034 －．149 ．020

B17 参加社区团体或组织 ．583 －．178 ．223 ．166

B11 听取和评议居委会报告 ．582 ．080 －．129 －．004

B5 参加居委干部组织的网络投票 ．475 ．442 －．085 －．284

B20 在网络上就政策议题发表意见 ．078 ．724 ．318 ．244

B10 参加听证会 ．336 ．573 －．168 －．324

B16 参加示威游行 ．067 ．013 ．892 －．009

B14 向居委等上级反映问题 ．568 －．051 －．181 ．575

B15 通过信访和举报维护权益 ．379 ．295 －．162 ．549

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的伴随概率小于 0． 05，

KMO 系数为 0．874，适于因子分析。表 2 显示，参与

行为这一变量具有四个相互区分的维度，其中“在网

络上对政府或政策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报名参

加政府组织的听证会”、“曾参加示威游行”、“向居

委会等上级反映问题”和“通过举报或信访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与其他的题项具有明显的区分，可以

单独或组合成单一维度。这样的分析结果意味着将

参与行为划分为自主型参与和动员型参与是不充分

的。因子 1 所包含的参与行为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

性且以配合动员者为特征，属于居民角色融入程度

较低的动员型参与。动员型参与囊括了 75%的居民

参与行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区参与类型。因子

2、因子 3 和因子 4 所包含的参与行为具有自主性特

征，属于居民角色融入程度较高的自主型参与。因

此，因子 1 刻画了动员型参与行为，而因子 2、因子 3
和因子 4 同属于自主型参与，分别是自主型参与的

不同子类型，本文将其分别命名为新型参与行为、抗
争性参与行为和越级参与行为(如表 3 所示)。

表 3 参与行为的类型

分类 子类 因子 解释力 内容

动员型

参与
无 因子 1 35．261%

参加座谈会、两委选举、两代表

一委员选举、议事会、社代会等

自主型

参与

新型参与行为 因子 2 7．708%
报名参加政府组织的听证会、在
网络上对政府或政策议题发表

意见和看法

抗争性

参与行为
因子 3 6．570% 参加示威游行

越级参与

行为
因子 4 5．984%

向上级反映问题、通过信访和举

报维护权益

表 3 显示，居民参与行为 4 个因子累积解释力

达 55．5%，其中动员型参与的解释力占到 35．2%，自

主型参与行为及其子类的方差贡献率较少。这一分

析结果与定性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大部分居民参

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高，自愿参与不足，居民参与

行为的发生通常仰赖物质激励和行政动员。另一方

面，尽管居民被动参与政府安排的治理已经成为基

层治理参与创新的主要内容，但居民表达自我声音

的自主参与在基层参与中仍保持一定的贡献度。这

些自主参与常常以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形式反

映出来，成为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挑战着政府安排

的有序参与。
( 二) 居民参与行为和居民政治效能感的相关

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龄、收入、政治面貌和学历等可

能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因素后，笔者测算了参与行为

和政治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如表 4 所示)。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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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伴随概率 α=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居民自主

型参与行为和内在政治效能感之间呈现出显著正相

关(Ｒ= 0．252，P＜0．01)，即自主型参与行为越多，内

在政治效能感越高，证实了假设 1;然而，居民自主

型参与行为与外在政治效能感之间并未呈现显著相

关性(Ｒ= 0．07，P＞0．05)，假设 2 被证伪;在伴随概率

α= 0．001 的显著水平上，动员型参与行为与内在政

治效能感(Ｒ= 0．484，P＜0．001)、外在政治效能感(Ｒ
= 0．475，P＜0．001) 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即动

员型参与行为对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

均有积极影响，证伪了假设 3。
表 4 参与行为与居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

偏相关分析

控制变量 内在效能感 外在效能感

性别、年龄、

学历、政治

面貌、年收入

动员型参与 ．484＊＊＊ ．475＊＊＊

自主型参与 ．252＊＊ ．070

注:＊＊＊ P＜0．001，＊＊ ＜0．01

因此，自主型参与行为在提升内在政治效能感

上具有实践演练功能，符合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假设。
出人意料的是，自主型参与行为与外在政治效能感

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实际上，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自

主型参与行为包括“示威游行、信访举报”，这些行

为具有一定的抗争性色彩，而抗争行为通常伴随着

与政府的对抗或对政府行为(政策) 的抵触，这是假

设 2 被证伪的深刻原因。与此同时，角色融入程度

虽然较低且具有较强配合色彩的动员型参与行为，

却对内外在政治效能感都有积极影响，证实了李蓉

蓉“外部引导能提升居民政治效能感”的观点
［13］。

这意味着动员型参与行为能够提升居民政治效能

感，也进一步说明，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动员型参

与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基

层治理主体来说，构建相应的参与渠道动员居民参

与公共事务，是实现居民有序且有效参与的可行

途径。
( 三) 不同治理模式下参与行为和居民政治效

能感的比较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 4 和假设 5，测量不同的参与制度

设计下居民参与行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

效能感的差异，笔者对两个变量进行了方差分析。
按照参与制度的开放性分别给案例编码为 1、2 和 3，

其中“1”代表传统治理模式的 A 社区( 无参与制度

创新)，“2”代表共商共治模式的 B 社区(社区 /街镇

层面有参与制度创新)，“3”代表社会组织驱动模式

的 C 社区(居委 /居民区层面有参与制度创新)。通

过方差分析发现(表 5)，不同的参与制度设计下，内

在政治效能感之差的伴随概率为 0．785，大于 0．05，

故认为参与制度设计对居民内在效能感没有显著影

响;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三个案例中呈现显著差异，

伴随概率小于 0．05，故认为参与制度设计对居民外

在政治效能感有影响。具体而言，居民外在效能感

在三个案例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 表 6)，与传

统治理 A 模式相比，在社区 /镇街层面有参与制度创

新(组建社区委员会) 但在居民区层面无创新的 B
社区居民表现出更低的外在效能感( I－J = 0．11874，p
= 0．036，小于 0．05)，这凸显了 B 社区居民对影响社

区事务的无力感，意味着较高层面的参与平台设计

把大多数居民排除在外，只能吸纳精英的参与，反而

让居民与社区精英之间产生了较强的疏离感。而在

居民生活的最基础层面(居委 /居民区) 有所创新的

C 社区最能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提升居民外在政治

效能感。以上结果证伪假设 4，证实了假设 5。
3 个案例中的居民参与行为也存在差异，伴随

概率为 0．001，小于 0．05，故认为参与制度设计影响

参与行为。具体而言，尽管 B 社区在街镇层面创建

了社区委员会这一参与平台，但因为未能吸纳普通

居民的参与，其居民参与行为与无任何参与制度创

新的 A 社区并无差异( I－J = 0．05748，p = 0．469，大于

0．05)。与此同时，C 社区的居民参与行为明显多于

A 社区和 B 社区，这意味着 C 社区在居民区层面的

参与制度创新吸纳了更多的居民参与。
表 5 内外在居民政治效能感和

参与行为的方差分析( 1)

ANOVA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内在政治

效能感

组间 ．048 2 ．024 ．243 ．785

组内 15．370 157 ．098

外在政治

效能感

组间 3．084 2 1．542 18．738 ．000

组内 13．003 158 ．082

居民参与

行为

组间 2．431 2 1．216 7．454 ．001

组内 25．604 157 ．163

34



2018 年第 1 期

表 6 内外在居民政治效能感和

参与行为的方差分析( 2)

因变量
( I) 治理

模式

(J) 治理

模式

均值差

(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内在政治

效能感

1 2 ．03856 ．06109 ．529 －．0821 ．1592

1 3 ．00442 ．06082 ．942 －．1157 ．1246

2 3 －．03414 ．05994 ．570 －．1525 ．0843

外在政治

效能感

1 2 ．11874* ．05601 ．036 ．0081 ．2294

1 3 －．21155* ．05553 ．000 －．3212 －．1019

2 3 －．33029* ．05471 ．000 －．4384 －．2222

居民参与

行为

1 2 ．05748 ．07926 ．469 －．0991 ．2140

1 3 －．22400* ．07857 ．005 －．3792 －．0688

2 3 －．28148* ．07702 ．000 －．4336 －．1294

总体来看，结合访谈和统计分析，本文对基层治

理创新的参与制度以及居民的参与行为进了反思性

考察。根据现有理论和研究提出的假设中，2 项假

设得到了数据支持，3 项假设未通过实证检验。假

设验证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 假设验证结果

假 设 验证结果

H1 居民自主型参与行为越多，内在居民政治效能感越高; 是

H2 居民自主型参与行为越多，外在居民政治效能感越高; 否

H3 公民动员型参与行为与内外在居民效能感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否

H4 治理模式影响居民内在居民政治效能感; 否

H5 治理模式影响居民外在居民政治效能感。 是

五、发现与展望: 基层治理创新的

优化路径和演进逻辑

( 一) 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参与维度选择

参与是治理的核心要义，也是基层治理模式创

新的着力点。本文通过比较 3 个案例发现，不同治

理模式下，居民的参与行为和外在居民政治效能感

有所不同，但不同治理模式下内在政治效能感并无

差异。这表明，内在政治效能感具有较为稳定的属

性，不易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参

与制度设计确实影响了居民的参与行为和外在效能

感。制度主义学者诺思认为，国家是制度的最大供

给者，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中，地方党委规划各类基

层组织的参与内容和参与边界，决定和提供地方社

会具体的参与规则。从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来看，动

员型参与是当前基层参与的主流，也深刻影响着居

民的政治效能感，这一特点是由当前的政府类型决

定的，反映出我国基层社会的参与发展水平总体还

处在政府主导参与阶段
［16］。

因此，动员型参与方式和渠道的设计是基层参

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出发点，基层党委政府进一步深

切回应民意完善有效参与规则，有助于减少和化解

自主型参与的初始消极诱因，以积极的、富有回应性

的动员型参与设计和参与规则整合民意，并消解消

极自主型参与的不良影响或对社会的破坏式影响。
分析证实，动员型参与对提升居民政治效能感、培育

公民精神、提升居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以及塑造政府

公信力等具有积极且重要的长远意义。这预示着，

参与途径、参与规则的创新是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的

重要内容，通过有效的参与制度设计，可以将更多的

居民纳入到基层自治中来，整合居民意愿的最大公

约数，增进社会稳定、提高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和持续

巩固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基础。
( 二) 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参与平台设计

3 个案例的治理模式和居民参与状况显示，B 社

区委员会模式虽然在街镇层面有创新举措，但外在

政治效能感不仅低于在居民区层面有创新举措的 C
社区，而且低于没有创新举措的 A 社区。B 社区的

治理创新参与主体尽管有所扩大、决策形式有所改

变，但仍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和行政化特点，构建的

参与渠道和议事平台，使得绝大多数普通居民被排

除在外，参与者以政府官员、村居书记、少数社区精

英为主，平台运行未对普通居民的参与行为和居民

政治效能感产生深入影响。B 社区搭建的参与平台

没有解决参与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断裂问题，没有

构建起二者间的联系机制，因此委员代表的非代表

性使当地居民产生了对“创新”的排斥和反感，以致

出现对“创新”的不认同，使外在效能感的测量数字

低于无创新的 A 社区。据此可以判断，居民参与的

冷漠往往是参与平台制度设计和运行不当的结果，

而不单单是基层居民低度参与的原因。B 社区参与

平台的整合性注重了向上的整合而没有同时推进向

下整合，因此在参与平台设计的定位中既要衔接上

级组织和平行组织或资源，同时应该持续推进平台

向下衔接的效能，并逐步推动该参与平台成为真正

共治的平台，让居民看到共治的前景。
C 社区选择在居民生活的最基础层面———居委

会———创新治理模式的参与平台，将治理的重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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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最基层的自治单位，构建了贴近居民生活的参

与渠道，吸引了更多居民参与公共事务。C 社区创

造条件以直接参与解决类似 B 社区的虚置代议参与

的弊端，在较小的居民规模里以广泛参与解决了公

共事务;并且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在带来极大生

活便利的同时丰富了共同体生活。迄今为止，C 社

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自治链条及各治理主体间的良

性互动关系。C 社区在参与、居民政治效能感上有

着较高的数值表现，呈现出了更成熟的社区共同体

形态。因此，创新参与平台应避免层级制的再造，而

是应该以落地于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为优先，以能

够实现直接参与的组织规模划分组织单位为宜，在

此条件下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建社区，居民才能切实

实现参与共治和共享的渴望。从实地调研来看，C
社区的治理的确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探索中积

累了有益经验。
( 三) 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参与主体选择

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要构建多

元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十九大报告中也进一步明

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施政路径。C 社区取得成功的经验是社

会组织与基层居委协同治理地方公共事务，体现了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社会组织以其特定

的价值关怀和社会关怀服务居民和引导居民，以其

独到的运行方式迎合居民的兴趣和吸引居民的参

与，与基层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产生互补

效应。比较 B 社区与 C 社区的创新模式，其主要差

异在于创新的参与主体不同。C 社区以导入社会组

织为地方治理创新的出发点，通过参与制度设计使

社会组织成为社区自治链条的重要一环，以社会组

织的不同公益项目、社会组织带入的经费等驱动居

委公共事务的治理，利用社会组织的资源服务社区

居民。除此之外，C 社区在与其他社会组织互动的

基础上，学习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在辖区内成立自

己的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新主体。
C 社区在街道层面并无社会组织驱动治理创新的举

措，但 C 社区积极回应辖区居民的兴趣爱好和生活

需求，把关进入社区的社会组织类型和项目，确定与

社会组织的协作内容和方式，开辟了一条组织化动

员参与的路径。C 社区的模式表明，党委引导下的

社会组织参与和居民在社会组织平台中的参与，使

创新的参与制度深度回应了居民要求、拓展了社会

组织的成长空间、降低了居委会和地方政府的治理

成本。地方党委政府和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共

同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各主体均不可或缺。
( 四) 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参与维度演进逻辑

参与制度创新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关键，基

层社区参与方式、参与平台和参与主体的差异无不

影响着基层治理创新的实际效果。B 社区与 C 社区

的比较分析证实了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对基层居民参

与行为和外在政治效能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未

有制度创新的 A 社区，即传统的“街镇－居委 /村委”
模式，应该创新参与制度和参与方式、确定参与平台

和创新参与主体，向 B 社区或 C 社区进行制度学习

或制度模仿。同时，作为后发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

度初始设计环节避免类似 B 社区的那种创新后的

“低度参与与低居民政治效能感”问题，并在参与平

台的创制过程中注意“向上”和“向下”的双向整合，

建立上下主体间的联系机制，以打通不同主体间的

内在关联、推动动员型参与的发展，切实回避参与平

台的空转。目前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大多与 B
社区运行状况类似，即党委政府“安排”的创新、“安

排”的参与人选和“安排”的参与平台和治理主体，

这无疑是行政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续，为“创新”而

创新，是实现行政目的的权力拓展，而非发挥公众参

与权利以满足其政治效能感。通过参与制度和参与

平台的科学设计，将行政强制参与转向有序有效的

动员型参与，这是由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现状决定

的。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心下沉的同时，基层党委把

关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公共事务、扩大基层治

理平台，借助社会组织的多重力量引导居民参与，构

建适合地方特点、吸引居民参与的路径和平台并保

持多方良性互动，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通

过有效的参与设计构建完善的多主体参与的基层自

治网络，是形成基层治理的坚实合作基础。因此，基

层党委政府应在参与制度创新中整合和吸纳社会组

织和居民的力量，跳出原有的行政路径依赖，通过下

沉行政权力和降低行政重心搭建覆盖居民参与的新

平台，聚焦扩大参与主体、拓宽参与渠道和增加参与

机会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进而增强公众的政治

效能感，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执政合法性的

提升，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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